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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矿产资源开发强度是衡量地区矿业经济的重要指标，科学识别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的时空演化特征与

影响因素，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综合采矿权、产出规模、开发占地等方面指标测度了 2006～2017

年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并探讨了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的时空演化特征与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1)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且空间分异显著，呈现出西南高、东北低的空间格局；(2)长

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总体差距不断扩大，地区内部差异大于地区间差异，其中上游地区内部差异在各地区内

差异中占比最大；(3)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性，且空间相关性不断提升；(4)矿产

资源开发强度受到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其中矿产资源储量、生态环境重要程度、人均 GDP

和劳动投入是影响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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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矿产资源在缓解资源环境压力、促进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矿产资源开发有效地支

撑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和区域发展衰退等问题
[1,2]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资源安

全保障的战略核心区域，长期以来受到高强度开发的影响，使其面临着经济发展不平衡、开发布局不尽合理以及资源环境压力严

峻等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作为

重点任务之一。因此，在区域发展的新形势下，准确把握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的时空演化特征，正确认识矿产资源开发

强度的影响因素，对于矿产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矿产资源开发强度是指示矿产资源开发状况和衡量地方矿产资源经济的重要指标，不仅与矿产资源储量、矿产种类以及矿

床富集等资源条件有关，还受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影响。目前有关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开

发评价、布局规划、效应研究等方面：(1)矿产资源开发评价，主要从开采区域占比
[3,4]

、矿业权和开采点数量
[5]
、开发环境影响

[6,7,8]等方面进行矿产资源开发状况评价；(2)矿产资源开发空间布局研究，主要从功能区划角度出发，考虑矿产资源开发可行性、

规模及强度的影响因素，对矿产资源开发与保护空间格局优化进行研究[9,10];(3)矿产资源开发效应研究，主要从经济增长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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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角度出发[11,12,13],分析不同开采强度的生态环境影响[14,15]、资源与经济发展[16]以及三者之间协调耦合度[17,18,19]。

由已有研究发现，大多研究选择单一指标衡量矿产资源开发程度，且仅从时间序列或空间等单一维度探讨区域矿产资源开发特

征，缺乏综合视角考察矿产资源开发状况。即使有少数研究结合时空尺度进行探索
[20,21]

,但时间序列较短、空间尺度较小，且对

其空间异质性及驱动因素缺乏协同研究。因此，本文综合采矿权数量、产出规模及开发占地面积等指标，测算了 2006～2017 年

长江经济带 130 个城市(包括地级市州及省直辖县级行政区)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的时空特

征和地区差异来源，并探析了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的影响因素，以期为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的合理有序开发、推动矿业绿色高质量

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泰尔系数 

泰尔系数通常用来衡量区域差异，通过对总体差异的分解来探索地区差异来源。本文参考李博等
[22]

对于泰尔系数及其结构

分解的方法，测度了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的地区差异，并对其差异结构和来源进行分析，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m为地区组别数；np/n表示长江经济带三大地区的城市数量占比；ek为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值；ep为

各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均值；e¯为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均值；epi为各地区城市的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值；T为长江经济

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差异的泰尔系数；TB和 TW分别为长江经济带地区间和地区内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差异的泰尔系数。 

1.1.2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是对观测值在整个研究区域的空间特征描述。本文采用全局 Moran’sI 指数检验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在全局尺度

的空间相关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n为空间单元数量；xi与 yi分别表示单元 i与 j的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值；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采用共同边或共

同点的邻接规则创建空间权重矩阵。同时利用局部Moran’sI指数识别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的局部空间相关模式，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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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i表示局部 Moran’sI 指数，在显著性检验下，将显著性水平达到阈值的空间单元分为高-高(热点),低-低(冷点),低

-高和高-低四种类型。 

1.1.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由王劲峰等提出用于研究地理环境因子对疾病发生影响的模型，是探测空间异质性及其成因机理的重要方法
[23]。本文主要采用模型中的因子检测器，其用于检测某种因素对指标的贡献程度，解释力用 q值来度量，模型定义如下： 

 

式中：q 为影响因素的探测解释力；L 为因素的分类数；h=1,2,…,N 为研究区域内的样本数量；σ2为研究区域整体样本的

方差值。q取值范围为[0,1],值越大表明该因素对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的差异解释能力越强。 

1.2 指标选取与变量界定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所辖的 130 个行政区为研究对象(涉及 126 个地级市州和 4 个省直辖县级行政区),包括长江上

游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的 47 座城市、长江中游地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的 58 座城市、长江下游地区(上海、

江苏、浙江)的 25座城市。结合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情况与数据的可获取性，基于采矿权数量、生产规模、开发占地面积等

指标，采用熵值法进行赋权，并运用加权求和获得130 个城市的矿产资源开发强度指数[24]。在评价指标中，地区设立的采矿权数

量可以体现矿产资源管理的实际效果，生产规模可以反映城市资源产品供应能力，开发占地面积用以表征矿山开发环境。对于矿

产资源开发强度的影响因素指标选择，本文参考相关研究成果[10,19,20,21],遵循数据可得性原则，从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

等方面进行选取。其中资源禀赋因素由重要矿产的查明资源储量(f1)来反映，主要以煤炭、铁矿、锰矿、铜矿、铅矿、锌矿、钨

矿、锡矿、锑矿、铝矿、金矿、镍矿、钒矿、钛矿、稀土、锂矿、磷矿等17种重要矿产为研究对象；生态环境因素由生态功能

重要性和敏感性两项指标最高得分区域占市域面积的比率来表示，定义为生态环境重要程度(f2);社会经济因素选取了路网密度

(f3)、人均 GDP(f4)、劳动投入(f5)、资产投入(f6)、产业结构(f7)等指标，其中，劳动投入、资产投入和产业结构分别用采矿业

从业人数占工业从业人数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占区域GDP 比重、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进行表示。 

研究用到的矿产资源开发统计数据来源于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矿产资源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库；生态环境数据来源于中国生

态系统评估与生态安全格局数据库(https://www.ecosystem.csdb.cn/);道路数据来源于 OSM 开源地图(https://www. 

openstreetmap.org/);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2007～2018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5]
《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26]
和相关省

市统计年鉴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时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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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熵值法计算得到 2006～2017 年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指数(图 1)。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总

体呈上升态势，其均值由 2006 年的 0.042 增加至 2017 年的 0.096,表明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能力不断提升，矿业整体发展

基础较好。从地区来看，上、中、下游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均呈现上升趋势，上游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强度保持最高，中、下游

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均低于全区平均水平，其中下游地区开发强度在整个地区中处于最低水平，这反映出“中部崛起”、“西

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倡议等战略政策成效显著，受这些政策红利的有益补充，资源产业向上中游地区转移，并逐渐集聚发

展，而下游地区率先进入由经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以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为主方向，致使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处于最低

水平。 

 

图 1 2006～2017 年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变化 

2.2 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空间分异特征 

为了更直观显示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空间分异情况，采用自然断点法，将2006、2009、2013 和 2017 年长江经济带

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分为低强度、次低强度、次高强度和高强度开发状态(图 2)。由图 2可知，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存在

显著的空间差异，2006～2009 年大多数城市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由低级向高级演变，低强度区由全区广泛分布逐渐集中在长三角

地区，次低和次高强度区在上中游地区扩散，高强度区集中分布在云贵高原地区；2013～2017 年次低、次高强度区在上、中游

地区进一步扩散，高强度区在云贵高原地区连片集中分布，低强度区仍以长三角地区城市为主。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

开发强度整体呈现出西南高东北低的空间格局，具有较明显的区域性特征，这与地区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及发展政策等差异

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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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6～2017 年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空间分布 

2.3 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地区差异测度及分解 

为揭示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的空间差异来源，本文采用泰尔系数衡量三大地区系统内的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差异。

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泰尔系数呈现上升趋势，总体差异水平在不断扩大。根据地区差异分解发现，地区内差异大于地区

间差异，其中上游地区内部的差异在各地区内差异中贡献最大，均值达到 53.49%,可见上游地区内差异在三个地区中成为影响总

体差异的主要因素，这可能与各城市矿产资源开发条件及开采的矿种重要性有密切关系。从贡献率变化趋势来看，地区内差异贡

献率呈现下降态势，由 2006年的 89.43%下降至 2017年的 79.24%,而地区间差异贡献呈现上升趋势，从 2006年的 10.57%上升到

2017 年的 20.76%。 

2.4 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空间关联分析 

根据全局自相关分析显示，2006、2009、2013 和 2017年全局Moran’sI 值分别为0.2111、0.4296、0.5342 和 0.5076,均通

过显著性水平检验(p=0.05)。这说明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特性，且空间相关性呈现增强趋

势。根据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将具有显著空间集聚效应的城市划分为四种类型(图 3)。其中，高-高类型，即矿产资源开发强

度高值集聚区，集中分布在云贵高原地区，区域所包含的城市数量呈现增加趋势。该地区矿产资源较丰富，矿业开采活动频繁且

规模较大，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低-低类型，即矿产资源开发强度低值集聚区，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地区城市，城市数量

呈增加趋势。该地区是矿产资源的主要消费区之一，受产业转移以及空间邻近效应驱动，呈现出低值集聚状态。低-高和高-低集

聚区的城市数量较少，其中低-高集聚区发生明显的上游空间跃迁，2017年区域内未发现低-高或高-低集聚区，表明长江经济带

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具有显著的局部空间正相关特性。 

2.5 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的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自然断点法将资源禀赋与社会经济因素值从低到高划分为 1～5 等级，生态环境因素以 0～0.2、0.2～0.4、0.4～

0.6、0.6～0.8 及大于 0.8 进行 1～5 等级量化，利用地理探测器计算 2006、2009、2013 和 2017 年各影响因素对矿产资源开发

强度的影响力值。 

2.5.1 资源禀赋因素解析 

由地理探测结果发现，2006、2009、2013 和 2017 年 4 个时间断面上，矿产资源储量的探测 q 值分别为 0.6221、0.2276、

0.3887、0.3136,其影响力均值为0.388,对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的影响最大。长江经济带地层发育齐全，分别跨越了川滇藏造山系、

扬子陆块区和华南造山带共 3 大地质构造单元，复杂的地质构造形成多条矿产资源集中储藏带，为矿产资源开采提供了物质基

础。矿产资源富集地区，促使生产行业在空间上形成集聚，地区设立采矿权多，进而促进矿产资源开发强度。 

2.5.2 生态环境因素解析 

生态环境重要程度的探测 q值分别为 0.0459、0.0812、0.1523、0.1910,对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的影响逐渐显著。由于早期矿

产资源规划不合理、矿业权管理混乱，造成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对生态环境的累积性影响，如资源开采挤占生态空间、开发引发

酸雨、土壤侵蚀和盐渍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由生态环境分析发现(表 1),生态环境较高等级重要区域的面积占比、城市数

量占比和开发强度均高于生态环境低等级重要区域，生态环境重要程度与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呈现一致性，说明生态环境是影响

矿产资源开发强度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随着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镇化建设的提出，各城市加强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对矿

产资源开采活动进行了严格规范和限制，生态环境重要程度对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的影响也逐渐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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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局部空间关联格局演变 

表 1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分析结果 

生态环境重要等级 面积占比(%) 城市数量(个) 城市数量占比(%) 开发强度 

Ⅰ(<0.2) 0.70 29 22.31 0.051 

Ⅱ(0.2～0.4) 3.24 16 12.31 0.054 

Ⅲ(0.4～0.6) 22.55 27 20.77 0.070 

Ⅳ(0.6～0.8) 24.72 31 23.85 0.068 

Ⅵ(>0.8) 24.27 27 20.77 0.072 

 

2.5.3 社会经济因素解析 

通过地理探测结果显示,路网密度的探测 q值分别为 0.0289、0.0533、0.0414、0.0600,人均 GDP的探测 q值分别为 0.0406、

0.0901、0.1029、0.0974,劳动投入的探测 q 值分别为 0.1175、0.1745、0.1818、0.0669,资产投入的探测 q 值分别为 0.0283、

0.0133、0.0979、0.0128,产业结构的探测 q值分别为 0.0111、0.0305、0.0321、0.0262。总体上，劳动投入对矿产资源开发强

度的影响最大，且影响力呈现倒“U”型变化特征。劳动投入可以反映出城市采掘专业化水平，劳动力的空间集聚推动劳动生产

率提高和资源开采活动的开展，进而促进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在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中，人均 GDP 影响力相对较大，经济发展水平

的提高促进城市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促使矿产资源需求持续增长，从而促进矿产资源开发强度。长江经济带资源产业的经济基

础规模较大，尤其对于资源密集但工业化相对缓慢的上中游地区，其地区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开发过度依赖。另外，路网密度、

资产投入和产业结构对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的影响均较弱，这可能与这些因素对矿产资源开发影响具有时滞性和间接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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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综合采矿权数量、生产规模及开发占地面积等指标，在测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的基础上，探讨了 2006～2017年长江经

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1)2006年以来，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总体呈现

上升态势，从地区看，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由高到低依次是上游地区、中游地区、下游地区；(2)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空间分异明显，

整体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空间趋势格局；(3)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总体差异不断扩大，地区内差异高于地区间差异，其

中上游地区内部的差异在各地区内差异中占比最大。地区内差异贡献率趋于下降，而地区间贡献逐步显现；(4)长江经济带矿产

资源开发强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性，其中高-高集聚区集中在云贵高原地区，低-低集聚区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地区城市，

低-高和高-低集聚型的城市数量分布较少，其中低-高集聚区发生明显上游空间跃迁；(5)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受资源禀赋、生态环

境和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其中矿产资源储量的影响力最大，是影响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的物质基础因素。另外，生态环境重要程

度、人均 GDP和劳动投入是影响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 

3.2 讨论 

在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背景下，矿业经济发展展现出巨大潜力和增长空间，矿产资源需求持续增长，促进了长江经

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整体提高。但由于区域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矿产资源开发强度

空间差异明显，经济发达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呈现低值集聚状态，而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强度以较快速度增加，

呈现高值集聚状态。这种空间差异反映了长江经济带生产与消费的空间分离特征，也体现了矿业上中下游地区之间的生产关系。

但矿产资源开发在空间上的持续集聚，会加剧城市生产要素的内部集聚效应，促使地区资源掠夺式开发，尤其对于生态功能区较

丰富的上中游地区，社会成本加大，不利于实现其自身发展质量效益的最大化。依据上述研究结果和分析，为全面推进矿业绿色

高质量发展，政府要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差异化策略，对于上中游地区矿产资源和生态系统较丰富的区域，特别是西南部的

云南、贵州等省市，应坚持生态优先战略，严格执行采矿权设立的准入要求，规范矿产资源开发方式，实施矿产资源开发规模、

总量和开采矿种管控，提高地区矿产资源的开发质量，同时完善资源要素结构优化调整，形成有效的产业集聚和劳动分工，构建

矿产资源开发的绿色产业链。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下游地区，应积极发展清洁环保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鼓励研发和推

广环境保护技术进行矿山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修复，引导资源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实现地区绿色高质量发展。针对矿产资源开发强

度的空间分异性，政府应加强地区间矿产资源高效率和高质量开发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地区间优势互补能力，挖掘上中游

地区的丰富资源和巨大内需潜力来补充下游地区发展的资源支持，发挥下游地区的带动作用弥补上中游地区矿业资金、技术的

匮乏，建立全流域协同治理长效管理机制，缓解地区资源、经济、生态方面安全压力，共同推进矿业全产业链绿色发展。 

研究能够更长时间序列、更精细和整体的反映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的空间变化特征，并且利用地理探测器识别了

各影响因素的贡献程度。但受限于数据获取，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在评价指标的选择上不够全面，未能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相关要

素指标囊括在内，未来将进一步调查和研究，以构建更全面的评价体系。另外地理探测器在数据离散化方法和尺度效应上具有不

稳定性，而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影响因素也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影响因素的探测未能较好的反映出直接性或间接性的社会经济

影响，未来将综合考虑矿产资源的开发特征，并进一步探讨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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